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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個人網絡與媒體，一直被視為是重要的動員管道，促成人們參與

社會運動。這兩項亦可透過社交媒體進行，但是否有同樣的動員效

果，瞭解非常有限。尤其個人網絡，過去研究發現被認識的人以面對

面、電話等親身接觸方式邀請（即被號召），是參與社會運動的關鍵。

本文針對台灣因食品安全問題而引發的政治消費主義（即拒買），採

用網絡調查檢視動員管道與參與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經由親身接

觸被邀請仍是最有效的管道，大眾媒體無效；社交媒體作為個人網絡

或媒體，亦沒有影響。結論指出，社交媒體上的個人網絡雖大，但在

其上號召會公開自己對公共或政治議題的立場，願意發出號召的人有

限，且多為弱連結，使得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的動員效果不如親身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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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al networks and media are view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channels 

for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terestingly, social media play both roles, 

but whether they achieve the same effect of mobilization is unknown. 

Regarding personal network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eing asked by 

acquaintances through personal contact (i.e., face-to-face and telephone) is the 

key determinant of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is study used a Web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nel of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in Taiw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ing asked through personal contact was still the most effective 

predictor of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ss media 

had no effects. Social media also failed to influence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lthough personal networks in social media are large, few 

members actually mobilize oth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movements because 

they fear public disclosure of their personal political stance, and most users 

have weak ties. These factors lead to the ineffectiveness of appealing through 

personal networks on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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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似乎扭轉了人們長久對社會運動的冷漠，

尤其對年輕世代。2011年初發生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埃

及革命（Tufekci & Wilson, 2012），是最顯著的例子，後續引發阿拉伯

之春，促成許多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運動。這樣的動員力量，也使 

得一些國家一旦出現社會運動，社交媒體就被關閉（Olorunnisola & 

Martin, 2013）。學者好奇，這些被認為因運用社交媒體而爆發的社會運

動，其觸發事件因政府管制而很少見諸大眾媒體，也多由自發、臨時

組成的團體發起，非依賴既存傳統組織動員，為何能吸引成千上萬的

人們上街頭（Anduiza, Cristancho, & Sabucedo, 2014）。是什麼樣的因

素，使得社交媒體具有如此驚人的動員力量？

社交媒體上個人網絡的口耳相傳，是可能的因素之一。社交媒體

讓使用者可以與個人網絡中的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互動，成為口耳

相傳的理想環境。在社會運動文獻中，經由面對面、電話等口耳相傳

的方式被邀請（being asked）參與社會運動，也就是經由親身接觸被號

召，被證實是參與社會運動最有效的指標（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學者認為，雖然新興傳播科技的出現，使得動員管道增加與多

樣化，但其結果造成大眾行銷手法（如電話行銷、電子郵件行銷等）被

廣泛運用在動員上，取代親身接觸；這些大眾行銷手法非個人化的

（impersonal）特性，動員效果不如認識的人之間的親身接觸，不但沒有

增加、反而減少社會運動參與者，使社會運動沉寂（Gerber & Green, 

2000b）。社交媒體的出現成為人們被邀請參與社會運動的新管道，是

否能改變上述趨勢，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但尚未有研究檢視。

不僅如此，社交媒體除了是與個人網絡互動的管道，本身還可以

做為傳佈新聞的媒體，也是可能的因素之一。社交媒體的轉貼、分享

功能，讓人們可以選擇特定的新聞傳佈給個人網絡（Hyun & Kim, 

2015）。如此使得過去多由媒體決定新聞的能見度，現在逐漸受到新聞

被轉貼、分享多寡的影響（Doerr, Blenn, Tang, & van Mieghem, 2012; 

Susarla, Oh, & Tan, 2012）。社交媒體的使用者無形中變成新聞的第二層

守門人，影響、甚至改變了新聞的能見度（Singer, 2014）。社交媒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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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聞傳佈的新管道，是否能提高社會運動參與，亦是一個可能的 

因素。

本文檢視社交媒體做為個人網絡與媒體，在動員效果上與親身接

觸、大眾媒體的異同。首先，說明以在台灣發生的頂新集團黑心油事

件做為本文的研究背景。其次，在個人網絡方面，從連結強度與網絡

多樣性兩個角度，分別討論親身接觸與社交媒體作為一種動員管道的

效果，並依據傳播個人性（communication personalness）比較兩者是否不

同。另外，在媒體方面，從硬性新聞、論述機會兩個角度，比較大眾

媒體（報紙、電視、網路媒體）與社交媒體的動員效果。接著，採用網

路調查檢驗提出的假設與研究問題。最後，討論研究發現及其意涵。

研究背景：連結性個別化集體行動、 
政治消費主義、與食品安全

近年興起的社會運動，型態與過往不同。首先，公民與政治參與

的方式改變。一方面因最近一波的經濟全球化，使得政治上原本各有

不同主張的政黨同質性提高，使得選民在投票時的選擇變少，對政治

的興趣降低（特別是年輕世代）（Bennett, 2012）；另一方面公民消費者

（citizen-consumer）的概念興起（Keum, Devanathan, Deshpande, Nelson, 

& Shah, 2004; Scammell, 2000），人們發現消費行為也可以作為一種個

人表達政治意見、影響企業與政府作為的途徑。其次，驅動社會運動

的力量改變。經濟全球化促成社會零碎化（social fragmentation），導致

過去扮演重要角色的團體認同（如政黨、階級等）、意識形態（如保守、

自由等），已不再是驅動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代之而起的是個人生活

形態價值（personal lifestyle value）（Bennett, 1998, 2012）。社交媒體的

出現將這兩個發展趨勢連結起來，並創造新的可能：人們發現除了投

票以外，消費行為這種新的抗議方式亦可以影響政府與企業；而且每

一個人可以自己進行動員，經由社交媒體對自己的個人網絡宣傳、串

連、甚至跨越國界，解決了社會零碎化導致正式組織動員力量削弱的

問題。過去作為團體認同與意識形態主要象徵的正式組織，不再是動

員最主要與有效的管道；兼具承載個人網絡與傳遞資訊兩項功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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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體，不僅能將具有相同個人生活形態價值者串連在一起，也是討

論、分享個人生活形態價值的便利工具，成為動員最主要與有效的管

道。這些新興的社會運動，具備公民自發、於日常生活私人領域從事

公共參與的個別化集體行動（Micheletti, 2003; Stolle & Micheletti, 2015）

與透過社交媒體向個人網絡動員的連結行動（Bennett & Segerberg, 

2012）兩項特色，稱為「連結性個別化集體行動」（connective individualized 

collective action）。

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是連結性個別化集體行動最

具代表性的一類。拒買（boycott）一直是社會運動的一種重要方式，如

美國革命導火線之一的波士頓茶黨事件（Boston Tea Party）、美國民權

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中影響深遠的蒙哥馬利拒乘公車事件

（Montgomery bus boycott）。與其他的社會運動不同，政治消費主義的

特色是由公民自發、於日常生活中進行（Newman & Bartels, 2011）：人

們透過消費行為，表達在個人價值、政治或道德上的關切。這些原本

單純的個人消費行為，被人們意識到可以做為一種公共參與後，若 

透過網際網路有機會在短時間引起大量民眾採行，形成連結性個別 

化集體行動，就可以施壓要求企業與政府改變。2001年經由電子郵件

引發的耐吉（Nike）血汗工廠（sweatshop）爭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Micheletti, 2003）。社交媒體出現後，更進一步擴大與加速這樣的現

象。政治消費主義雖然已經存在很久，但在二十一世紀後方勃興，尤

其為年輕世代所偏好（Ward & de Vreese, 2011），但常被忽略（Shah et 

al., 2007; Stolle, Hooghe, & Micheletti, 2005），甚至因未被納入考量而

導致公民與政治參與下降的假象（Bennett, 1998; Stolle et al., 2005）。主

要原因之一，在於政治消費主義橫跨私人與公共領域的特色和傳統公

民與政治參與不同，難以被現有政治理論理解（Bennett, 1998; Stolle & 

Micheletti, 2015）。實證研究發現，新聞媒體使用（包含傳統媒體與網路

新聞）（Keum et al., 2004; Shah et al., 2007）、人際討論（Baek, 2010）、

社會資本（Neilson & Paxton, 2010）、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ist 

values）（Copeland, 2014b）等，皆與政治消費主義呈正相關。社交媒體

使用也與政治消費主義呈正相關（Gil de Zun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然而，透過個人網絡（無論親身接觸或社交媒體）被號召，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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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消費主義的影響，尚未被檢視；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對政治消

費主義的影響，研究也很有限，並發現沒有動員效果（Baumgartner & 

Morris, 2010）。另外，少有研究同時比較個人網絡與媒體等不同管道，

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是否強弱有別。此為本文探討的主題。

台灣因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也出現公民自發拒買的政治消費

主義。特別是從2013年11月到2014年10月，頂新集團在一年內三度

發生黑心油事件：從2013年11月3日頂新集團旗下的味全公司，其食

用油混摻大統含銅葉綠素的橄欖油（郭芷瑄，2013）；2014年9月4日味

全公司食用油混摻強冠餿水油（顧荃，2014）；到2014年10月8日頂新

集團旗下的正義公司，其食用油混摻由越南進口的飼料油（張榮祥，
2014）。這一連串的黑心油事件，加上頂新集團魏家以1%自有資金、
99%銀行貸款購買豪宅（韓婷婷，2013）、持有台北101金融大樓股票高

比例向銀行借款（楊淑閔，2014），引發台灣民眾公憤，發起對頂新集

團及其所有事業體的抵制，網友並製作「頂新產品懶人包」，透過社交

媒體臉書、即時通訊軟體Line傳佈（韓婷婷，2014）。一年多後法院一

審宣判無罪，導致台灣民眾譁然，引發利用量販店「退貨就銷毀」規

定，購買味全公司林鳳營鮮奶後立刻退貨的「秒買秒退」行動（陳政偉，
2015），紐約時報網站也報導滅頂應用程式（app）「冰的啦」登上蘋果熱

門下載排行榜（黃兆平，2015）。本文以2014年10月8日頂新集團第三

次爆發黑心油事件做為研究背景，比較社交媒體與親身接觸、大眾媒

體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

個人網絡與動員

經由親身接觸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

被號召，指經由面對面、電話等親身接觸「被邀請」參與社會運

動，是促成個人實際採取行動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早期社會運動文獻

即指出，態度（McPhail, 1971）及心理因素（Mueller, 1980）等個人層面

的指標，不足以解釋與預測社會運動參與，因為態度上支持、心理因

素上傾向社會運動的人，最後實際採取行動的比例非常低。但透過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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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個人網絡，不僅可以接觸到潛在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接觸後成功

招募的機率也最大（Klandermans & Oegema, 1987; McAdam, 1986; 

McAdam & Paulsen, 1993; Opp & Gern, 1993; Passy, 2001; Passy & 

Monsch, 2014; Snow, Zurcher, & Ekland-Olson, 1980）。這其中的關鍵，

就在於透過個人網絡動員，使得經由親身接觸的被邀請發生。Verba等

人（1995）最早指出被邀請的重要，認為人們一旦被邀請，政治參與（包

含抗議示威）的機率就大幅提高。Schussman與Soule（2005）則針對社

會運動，比較背景可得性（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指影響社會運動參

與的人口特徵，如學歷、婚姻狀況等）、政治投入、及個人網絡三類在

個人層面影響社會運動參與的主要因素，結果發現發生在個人網絡的

被邀請，是社會運動參與最強的預測變項。Lim（2010）進一步發現，

即使考慮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指越有可能參與的人，越容易被邀

請），對社會運動來說，被邀請者比未被邀請者參與社會運動的比例仍

高出五倍。

個人網絡中何種連結及結構，所發出的邀請最有效，是被號召取

向研究的關鍵議題。在連結方面，連結強度受到較多注意。連結強度

根據時間、情感強度（emotional intensity）、親密感（intimacy）、及互惠

行為（reciprocal services）等四個構面，可分成強連結與弱連結兩種

（Granovetter, 1973; Marsden & Campbell, 2012）。現有研究多傾向強連

結所發出的邀請較有效，認為Granovetter（1973）所提出的弱連結理

論，主要針對中觀層次（meso level），弱連結扮演橋樑的角色，連結不

同的個人網絡，有助於資訊傳佈；但在個人、微觀層次，強連結因彼

此信任，在面對不確定性高的狀況，如是否參與社會運動，能發揮社

會影響，促成個人實際採取行動（Katz & Lazarsfeld, 1955; McAdam, 1986; 

McAdam & Paulsen, 1993; Passy, 2001; Passy & Monsch, 2014; Stefanone, 

Kwon, & Lackaff, 2011）（強連結假說）。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 經由親身接觸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時，發出邀請的連結

強度越強，參與社會運動的頻率越高。

在結構方面，網絡多樣性（network diversity）受到較多注意，檢視

鑲嵌（embeddedness）在個人網絡中的程度對參與的影響。行為傳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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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佈不同，需要的不僅是資訊，更重要的是人們要從較多不同性

質的連結，都被邀請從事相同的行為，採納行為的機率才會提高

（Centola, 2010）。因為從不同性質的連結，都重複傳遞相同的行為、都

對這些行為表達支持的態度時，這些行為變得突出，可信度、合理性

提高，影響了社會及團體認同（Centola & Macy, 2007; Tindall, 2004）。

社會及團體認同是個人自我概念的一部份，為動員最主要的心理機

制。若要驅動數量龐大的群眾，這是可能的共同點，能產生集體行動

（Thomas & Louis, 2013）。認同可以是政治議題，也可以是個人價值

（Bennett, 2012），經成員之間的互動形成社會及團體規範。這些規範 

會形成社會壓力、甚至變成自發行為，最後促使個人實際採取行動。

這樣的現象稱為社會從眾（social conformity）（Walgrave & Wouters, 2014）

或社會認可（social affirmation）（Centola & Macy, 2007）（社會從眾假說）。 

是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二：經由親身接觸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時，收到越多不同性

質連結所發出的邀請（即網絡多樣性越高），參與社會運

動的頻率越高。

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

被號召也可以透過社交媒體進行。例如透過臉書的即時通訊，收

到朋友傳來邀請參與社會運動的訊息；或在臉書上的動態消息，看到

朋友邀請參與社會運動的近況更新或貼文。當傳播科技逐漸成為人與

人之間互動的重要管道，原本經由親身接觸被邀請參與社會運動，若

改為透過傳播科技進行，是否一樣能促成個人實際採取行動，引起學

者好奇（Fieldhouse, Cutts, Widdop, & John, 2013; Gerber & Green, 2000b; 

Hooghe, Vissers, Stolle, & Maheo, 2010; Norris, 2006）。尤其在社交媒體

上，發出與接收訊息同時發生，後者可能比前者更頻繁。人們會發出

訊息給個人網絡中的朋友，但更常接收到個人網絡中的朋友所發出的

訊息。社交媒體因允許非同步互動，或許不如親身接觸直接（Stefanone 

et al., 2011; Teresi & Michelson, 2015），但社交媒體與個人網絡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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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人發出個人化的訊息給與其有關係的人（LaRose, Connolly, Lee, Li, 

& Hales, 2014），可能與親身接觸有類似的動員效果。

尤其社交媒體上的個人網絡，以弱連結居多（Manago, Taylor, & 

Greenfield, 2012; Roberts, Dunbar, Pollet, & Kuppens, 2009），其對參與

的影響有無可能增大？從連結強度考量，現有研究多採實驗法，結果

偏向強連結假說，如Stefanone等人（2011）檢視社交媒體上不同連結強

度所發出的邀請，對參與的影響。他們請實驗參與者對六名強連結、

六名弱連結，發出參加一項網路調查的邀請。實驗同時操弄邀請對象

的多寡，將十二名朋友分成三組（每組各有二名強連結與二名弱連

結），分別透過臉書上的即時通訊發出訊息給個人（邀請對象最少）、多

人（邀請對象居中）、或臉書上的近況更新或貼文公開（邀請對象最

多）。結果發現，不論邀請對象的多寡，強連結完成問卷的數量比弱連

結高出三倍。也就是說，在臉書上採私人方式的個人或多人訊息、採

公開方式的近況更新或貼文等，彼此之間沒有差異，影響參與的主要

因素為連結強度。Stefanone等人認為，與經由親身接觸的強連結假說

相同，涉及行為的動員，被號召的人需要付出時間、甚至金錢，與資

訊分享不同，強連結比弱連結有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時，發出邀請的連結

強度越強，參與社會運動的頻率越高。

從網絡多樣性考量，在社交媒體上收到不同性質的連結、針對同

一件事所發出的邀請，其所累積起來的量，也可能影響參與。Kwon、
Stefanone與Barnett（2014）同樣採用實驗法，請實驗參與者對社交媒體

上的朋友，發出加入某一臉書團體的邀請。他們紀錄實驗參與者的朋

友所收到的邀請數量，發現收到的邀請數量越多，加入該臉書團體的

機率越高。透過電腦中介傳播與人互動，一樣可以形成社會及團體規

範（Postmes, Spears, & Lea, 2000），並進一步影響行為，與社會從眾假

說一致。是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四：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時，收到越多不同性

質連結所發出的邀請（即網絡多樣性越高），參與社會運

動的頻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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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接觸與社交媒體：何者較有效？

透過不同管道被號召，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是否不同？尤其經

由面對面、電話等親身接觸耗時，若透過社交媒體能產生同樣、甚至

更佳的效果，可能是社交媒體造成大規模動員的原因之一（Fisher & 

Boekkooi, 2010; Walgrave & Wouters, 2014）。這項議題最早受到選舉研

究的關注，針對美國為了提高投票率而進行的「出門投票」（get out the 

vote）活動，比較面對面、電話等親身接觸，與紙本郵件（Fieldhouse et 

al., 2013; Gerber & Green, 2000b; Gerber, Green, & Green, 2003）、電子郵

件（Bennion & Nickerson, 2011; Krueger, 2006; Nickerson, 2007a, 2007b）、

語音電話（robocalls）（Ramirez, 2005）、手機簡訊（Dale & Strauss, 2009; 

Malhotra, Michelson, Rogers, & Valenzuela, 2011）、網站（Hooghe et al., 

2010; Vissers, Hooghe, Stolle, & Maheo, 2012），甚至傳單（leaflets）（Gerber 

& Green, 2000a）、門把掛牌（door hanger）（Nickerson, 2005; Nickerson, 

Friedrichs, & King, 2006）、街道標示（street sign）（Panagopoulos, 2009）

等在動員效果上的異同，獨漏了社交媒體。

傳播個人性最常被用來解釋不同管道在動員效果上的差異。不同

管道在直接接觸與同步互動等方面有所不同，稱傳播個人性（Dale & 

Strauss, 2009; Hooghe et al., 2010）。傳播個人性越高，動員效果越好。

因此，現有研究顯示面對面、電話等親身接觸，提供直接接觸與同步

互動，傳播個人性高，是較佳的動員管道；網際網路應用，如電子郵

件、網站等，則被視為間接接觸與非同步互動，傳播個人性低，是較

差的動員管道（Green & Gerber, 2008）（傳播個人性假說）。社交媒體同

樣偏向間接接觸與非同步互動，是否因而傳播個人性較低、動員效果

較差。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五：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小於經

由面對面、電話等親身接觸被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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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動員

大眾媒體：動員的阻力或助力？

由於社會運動缺乏直接接觸大眾的管道，因而大眾媒體（包含傳統

媒體與網路新聞）一直被認為在社會運動的動員上扮演重要角色。尤 

其與政治人物相較，社會運動較少獲得大眾媒體的注意（J. Smith, 

McCarthy, McPhail, & Augustyn, 2001）。若社會運動獲得大眾媒體報

導，其關注的議題與主張有可能接觸到大量潛在的社會運動參與者，

使得更多人採取行動；當有越多社會運動參與者，越有可能贏得大眾

支持，最後達成改變或維護特定狀態的目的（Gamson & Wolfsfeld, 

1993; Vliegenthart & Walgrave, 2012）。

然而，大眾媒體在動員上的成效如何，一直沒有定論。主要有兩

類研究（Newton, 1999）。第一類認為大眾媒體對參與沒有影響，甚至有

負面影響。這類研究主要從「媒體形式」檢視大眾媒體對參與的影響，

主張大眾媒體的使用並不會增加參與，有時甚至減少參與。最早有限

效果模式之一的二級傳播理論（Katz & Lazarsfeld, 1955），就區分發生

在大眾媒體與個人間的大眾傳播，與發生在個人網絡內的人際傳播。

大眾媒體所傳佈資訊的意義與顯著性，及對行為的影響，主要依賴意

見領袖在其個人網絡進行的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很少有直接效果。
Klandermans（1984）甚至認為，大眾媒體頂多使得社會運動獲得人們在

態度上的支持（稱共識動員），很難獲得人們在行動上的支持（稱行動動

員）。更進一步，Putnam（1995）指出電視這項大眾媒體，佔用人們大量

時間，使得人們參與家庭以外社交活動的時間變少，導致社會資本下

降，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與不信任，最後造成參與的減少。

第二類認為大眾媒體對參與有影響，但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負

面。這類研究主要從「媒體內容」檢視大眾媒體對參與的影響，主張大

眾媒體報導的內容，會造成參與的增加或減少。硬性（hard）與軟性

（soft）新聞的區分被提出（Reinemann, Stanyer, Scherr, & Legnante, 2012; 

Shah, Kwak, & Holbert, 2001），無論透過何種大眾媒體，前者提供了大

量的政治資訊，使得人們有較多的政治知識，進而提升政治效能，最

後鼓勵參與；後者則偏向戲劇性、感官、衝突性、及針對新聞事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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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使得人們對政治不信任、猜疑、甚至犬儒，最後阻礙參與（Aarts & 

Semetko, 2003; Bakker & de Vreese, 2011; de Vreese & Boomgaarden, 

2006; Newton, 1999; Sotirovic & McLeod, 2001）。

針對媒體內容為社會運動的研究，亦有類似發現。主要有二點。首

先，未透過傳統組織進行的動員，大眾媒體在動員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Walgrave & Manssens, 2000; Walgrave & Verhulst, 2006）。尤其當社會運

動的觸發事件引發道德震撼（如動物保護、反核）（Jasper & Poulsen, 

1995）、強烈情感（如隨機暴力）（Jasper, 1998; Walgrave & Verhulst, 2006）

時，感到忿忿不平的人們會主動找尋讓政府聽到不滿聲音的方式，尤 

其是集體行動。此時大眾媒體傳佈動員資訊，就會產生極大的效果

（Klandermans, 2004; Sotirovic & McLeod, 2001）。在電視與網際網路尚

未出現的廣播時代，就已經是如此（Roscigno & Danaher, 2001）。第二，

只要社會運動有機會被大眾媒體報導，無論其框架是贊同或反對，皆有

助於動員。大眾媒體如何報導社會運動，也就是媒體內容的框架，常常

與社會運動的框架不一致、甚至不利（Entman & Rojecki, 1993; Garrett, 

2006; Gitlin, 1980; J. Smith et al., 2001）。雖然兩者框架的一致性越高，

動員的規模越大（Cooper, 2002; D. M. McLeod, 1995），但社會運動相關

報導出現在大眾媒體，即使其框架與社會運動的框架不一致，仍可能引

發政治人物及一般大眾的回應。回應一方面會重提（至少部分）社會運

動關注的議題與主張，使得社會運動的框架再次被公開表述；另一方面

若出現爭議，可能引發新一波的報導，使得社會運動持續獲得大眾媒體

關注。Koopmans（2004）稱此過程為論述機會（discursive opportunity）。

因此，社會運動相關報導越多，社會運動關注的議題與主張被重提與討

論的越多、越久，人們接觸社會運動相關報導越頻繁，動員的規模越大

（Koopmans & Olzak, 2004）（論述機會假說）。是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六a： 透過報紙新聞接收社會運動相關報導越頻繁，參與社會

運動的頻率越高。

假設六b： 透過電視新聞接收社會運動相關報導越頻繁，參與社會

運動的頻率越高。

假設六c： 透過網路新聞接收社會運動相關報導越頻繁，參與社會

運動的頻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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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新聞傳佈的新管道？

社交媒體也可以傳佈新聞。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轉貼、分享新

聞；大眾媒體也在社交媒體上成立粉絲專頁，供人們追蹤新聞（Hyun 

& Kim, 2015）。與前述大眾媒體與動員的第一類研究相同，社交媒體

與動員的研究也先從檢視媒體形式的影響開始。有趣的是，社交媒體

對參與的影響，與大眾媒體對參與的影響剛好相反，實證研究顯示社

交媒體使用和參與之間呈正相關。例如，Valenzuela（2013）面訪智利三

大都會區的代表性樣本，探究抗議活動自1980年代因軍事統治而中斷

二三十年後，於2011年重新頻繁發生的原因。結果發現，人們使用社

交媒體的頻率越高，參與抗議活動的機率越大。Anduiza、Cristancho與
Sabucedo（2014）以面訪及郵寄問卷，比較開始於2011年5月15日的西

班牙憤怒者運動，及其前一年發生在西班牙的其他八場示威。結果發

現，對憤怒者運動的參與者來說，網路新聞（55%）與社交媒體（49%）

是最主要的示威消息來源；對其他八場示威的參與者來說，傳統媒體

（56%）是最主要的示威消息來源。

僅從媒體形式探討社交媒體對參與的影響，有科技決定論之嫌。
van Laer與van Aelst（2010）即指出，網際網路一方面並沒有讓動員變得

比較容易，許多障礙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一些線上集體行動，如線

上請願書似乎又太容易，使得人們以為從事了公民參與，但實質效果

有限，導致懶人行動主義。因此，從媒體內容檢視社交媒體如何影響

參與，成為關注的焦點。實證研究發現，與論述機會假說一致，越常

透過社交媒體獲取新聞，越可能參與社會運動（Gil de Zuniga, 2012; 

Valenzuela, Arriagada, & Scherman, 2012）。是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六d： 透過社交媒體新聞接收社會運動相關報導越頻繁，參與

社會運動的頻率越高。

大眾媒體與社交媒體：孰強孰弱？

社交媒體被認為比大眾媒體有更強的動員力量。尤其對年輕世代，

公民與政治參與持續下降（Carpini, 2000; Phelps, 2004），社交媒體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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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世代主要使用的媒體，可能扭轉這個趨勢（Bakker & de Vreese, 

2011; A. Smith & Rainie, 2008）。然而，對社交媒體而言，實證研究卻出

現完全相反的結果。一旦將大眾媒體（特別是網路新聞）納入考量，社

交媒體對參與的影響就變小，甚至消失。例如，Baumgartner與Morris

（2010）發現，與大眾媒體（包含報紙新聞、廣播新聞、網路新聞）相較，

社交媒體上的新聞對提高政治知識助益非常小，因而大眾媒體對線下政

治參與的正面影響大，社交媒體則沒有影響。Valenzuela（2013）也發現

大眾媒體（主要是網路新聞）對抗議活動參與的正面影響大，社交媒體

沒有影響；他認為可能的原因是社交媒體上的新聞與大眾媒體皆相同，

使得社交媒體上的新聞變得多餘而沒有影響。Valenzuela等人（2012）雖

然發現社交媒體上的新聞提高抗議活動參與，但其影響力小於報紙新

聞、網路新聞。僅有從動員資訊的「消息來源」考量，比較大眾媒體 

與社交媒體，方顯示社交媒體優於大眾媒體，是最主要的消息來源

（Anduiza et al., 2014; Enjolras, Steen-Johnsen, & Wollebaek, 2013）。

綜上所述，根據論述機會假說，從媒體內容考量，接觸越多社會

運動相關報導，參與社會運動的機率越高。但若同時考量所有媒體，

則出現理論與實證不一致的情況：前者認為社交媒體有較強的動員力

量，後者發現大眾媒體（特別是網路新聞）有較強的動員力量。因此，

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 透過報紙新聞、電視新聞、網路新聞、及社交媒體

新聞，獲取社會運動相關報導的頻率，何者對參與

的影響較大？

研究方法

樣本與程序

因社會運動常常是突然發生，本文資料透過網路調查蒐集。頂新

集團於2014年10月8日於台灣爆發飼料油混充食用油事件，引發台灣

民眾的反彈與抵制。本文於事件發生一個月後，開始蒐集資料10天，

最後有395人參與調查（樣本描述，見表一）。這樣的程序也確保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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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有參與」和「未參與」社會運動者，能較完整回答社交媒體是否 

及如何影響社會運動參與等理論問題（McAdam & Paulsen, 1993; 

Schussman & Soule, 2005）。

表一　樣本描述

次數 百分比或

平均數（標準差）

教育程度

 大學及以上 385 97.5%

 其他 10 2.5%

婚姻狀況

 已婚 49 12.4%

 其他 346 87.6%

性別

 女性 228 57.7%

 男性 167 42.3%

就業狀況

 全職工作 110 27.8%

 其他 285 72.2%

個人平均月收入

 無收入 75 19%

 1萬元以下 141 35.7%

 1萬元以上至2萬元 41 10.4%

 2萬元以上至3萬元 35 8.9%

 3萬元以上至4萬元 40 10.1%

 4萬元以上至5萬元 24 6.1%

 5萬元以上至6萬元 19 4.8%

 6萬元以上 20 5.1%

年齡

395 25.34 (6.82)

樣本數 =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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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政治消費主義。測量政治消費主義，多針對拒買（Baumgartner & 

Morris, 2010; Stolle et al., 2005），也有同時考慮拒買與專買（buycott）

（Copeland, 2014b; Gil de Zuniga, Copeland, et al., 2014），或以量表進行

（Shah et al., 2007; Stolle et al., 2005）。Stolle等人（2005）指出，測量政

治消費主義的一項重要原則，是要同時考慮行為（確實有拒買或專

買）、動機（因個人價值、政治或道德上的考量）、及頻率（從事該行為

的多寡）。另外，拒買與專買特定公司或國家商品的人，有研究認為其

背後反映相同的人口特徵與動機，因素分析也顯示落在同一個因素，

在測量政治消費主義時，應一起檢視、並合成一個指標（Gil de Zuniga, 

Copeland, et al., 2014; Newman & Bartels, 2011; Shah et al., 2007; Stolle 

et al., 2005）；也有研究認為拒買與專買的人，在人口特徵（Baek, 2010）、

公民意識（Copeland, 2014a）、及社會資本（Neilson, 2010）等方面差異很

大，在測量政治消費主義時，應分別檢視、不宜合成一個指標。針對

頂新集團發生在台灣的食用油事件，主要引發拒買行為，因此以四點

量表（1從來沒有、2很少、3有時、4經常），詢問研究參與者「您過去

一個月，有多常因反對特定公司的社會或政治立場，而拒買其產品」。

描述性統計顯示 1從來沒有佔 24.1%，2很少佔 22.5%，3有時佔
27.8%，4經常佔25.6%（平均數 = 2.55，標準差 = 1.12）。

自變項

親身接觸號召網絡之連結強度與網絡多樣性。人們收到自己個人

網絡中的成員，經由「親身接觸」對自己發出號召，邀請參與特定社會

運動。這些成員構成的網絡，稱為親身接觸號召網絡。參考Walgrave

與Wouters（2014），採用自我中心網絡蒐集資料的方式，詢問研究參與

者經由親身接觸被哪些人號召：「在過去一個月，下列哪些人曾經當面

或通電話（包含家用電話、手機），邀請你對食品安全問題採取行動」。

總共十個類別，包含伴侶、家人、朋友、同學、親戚、同事、認識的

人、鄰居、朋友的朋友、與陌生人，研究參與者選擇所有符合其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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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的類別。連結強度的計算方式，將十個類別從伴侶的連結強度最

強為10分，依序減1到陌生人的連結強度最弱為1分，將所有被選擇的

類別加總後平均而得（平均數 = 7.11，標準差 = 2.90，全距 = 0–10）；

數值越大，連結強度越強。網絡多樣性的計算方式，為十個類別被選

擇的總數（每個類別被選擇編碼為1，未被選擇編碼為0，加總所有類別

而得）（平均數 = 2.17，標準差 = 1.59，全距 = 0–7）；數值越大，網絡

多樣性越高。

社交媒體號召網絡之連結強度與網絡多樣性。人們收到自己個人

網絡中的成員，透過「社交媒體」對自己發出號召，邀請參與特定社會

運動。這些成員構成的網絡，稱為社交媒體號召網絡。詢問研究參與

者透過社交媒體被哪些人號召：「在過去一個月，下列哪些人曾經透過

臉書，邀請你對食品安全問題採取行動」。連結強度（平均數 = 5.99，

標準差 = 2.99，全距 = 0–10）與網絡多樣性（平均數 = 1.77，標準差 = 

1.45，全距 = 0–10）的計算方式與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相同。

新聞媒體使用。為測量透過大眾媒體與社交媒體接收社會運動相

關報導的頻率，以四點量表（1從來沒有、2很少、3有時、4經常），詢

問研究參與者透過報紙新聞（平均數 = 2.48，標準差 = 0.92）、電視新

聞（平均數 = 3.19，標準差 = 0.85）、網路新聞（平均數 = 3.56，標準差 

= 0.65）、及臉書新聞（平均數 = 3.46，標準差 = 0.75）等四種不同媒

體，接收食品安全報導的頻率。

控制變項

學歷、婚姻狀況、性別、就業狀況、個人平均月收入與年齡等六

項人口特徵（即背景可得性），做為控制變項。395名研究參與者，
97.5%有大學及以上學歷，12.4%已婚、同居，57.7%女性，27.8%有全

職工作，個人平均月收入的中位數為1萬元以下，年齡平均25.34歲（標

準差 = 6.82，全距 =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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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

因依變項政治消費主義為順序變項，所有假設與研究問題的統計

分析採用順序邏輯式（ordinal logistic）廣義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GZLM）進行（McCullagh & Nelder, 1989）。 並參考Schmitt-

Beck與Mackenrodt（2010），先以背景可得性做為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模型一）。接著，將自變項分成四個區塊（經由親身接觸被號

召、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大眾媒體新聞使用、及社交媒體新聞使

用），分別加上背景可得性做為控制變項，檢視這四個區塊各自對政治

消費主義的影響（模型二、三、五、及六）。另外，也比較經由親身接

觸與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模型四），及大眾媒體與社交媒體新聞使用

（模型七），分別加上背景可得性做為控制變項，對政治消費主義影響

的異同。最後，將四個區塊與背景可得性一起納入，構成完整模型（full 

model），檢視同時分析所有自變項時，何者仍能維持穩定的影響力（模

型八）。

結果與分析

各個模型的統計結果見表二。模型一基準模型檢視背景可得性對

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結果顯示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性別、與個人

平均月收入等四項雖然皆與政治消費主義呈正相關、勝算比大於1，與

過去文獻符合（Stolle & Micheletti, 2015），但未達統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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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廣義線性模型檢視個人網絡與媒體能否預測政治消費主義

依變項：政治消費主義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基準模型 親身接觸被號召 社交媒體被號召 個人網絡

親身接觸號召網絡

 連結強度 1.08* 1.08*

 網絡多樣性 1.30*** 1.28**

社交媒體號召網絡

 連結強度 1.05 1.00

 網絡多樣性 1.17* 1.06

大眾媒體新聞

 報紙新聞

 電視新聞

 網路新聞

社交媒體新聞

 社交媒體新聞

背景可得性

 教育程度（高：大學） 1.64 1.80 1.84 1.86

 婚姻狀況（高：已婚） 1.60 1.39 1.67 1.41

 性別（高：女性） 1.24 1.23 1.30 1.24

 就業狀況（高：全職） 0.97 0.91 1.07 0.92

 個人平均月收入 1.10 1.08 1.08 1.08

 年齡 1.00 1.00 1.00 1.00

Omnibus test

χ2
(6) = 11.15 χ2

(8) = 44.90 χ2
(8) = 21.97 χ2

(10) = 45.58

p = .084 p < .001 p = .005 p < .001

樣本數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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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政治消費主義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大眾媒體 社交媒體 媒體 完整模型

1.09*

1.25**

1.00

1.04

1.03 1.04 1.00

0.82 0.82 0.82

1.61** 1.44* 1.35

1.41** 1.26 1.23

1.61 1.72 1.68 1.88

1.71 1.62 1.71 1.44

1.22 1.22 1.21 1.21

0.98 1.01 1.01 0.93

1.11 1.12 1.12 1.11

0.99 0.99 0.99 1.00

χ2(9) = 23.85 χ2(7) = 19.11 χ2(10) = 26.87 χ2(14) = 56.78

p = .005 p = .008 p = .003 p < .001

395

註：輸入值為勝算比。*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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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與假設二檢視親身接觸號召網絡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

假設一預測，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越強，政治消費主義越

高。模型二顯示，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與政治消費主義呈正

相關。連結強度每增加一個單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高8%到
1.08倍（Wald χ2

(1) = 5.13, p = .024）。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越

強，在面對不確定性高的狀況，社會影響越大，拒買的頻率升高。假

設一獲得支持，強連結假說成立。

假設二預測，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越高，政治消費主

義越高。模型二顯示，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與政治消費主

義呈正相關。網絡多樣性每增加一個單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

高30%到1.30倍（Wald χ2
(1) = 16.86, p < .001）。親身接觸號召網絡

中，越多不同性質的連結，都重複傳遞相同的號召，提升拒買的頻

率。假設二獲得支持，社會從眾假說成立。

假設三與假設四檢視社交媒體號召網絡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

假設三預測，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越強，政治消費主義越

高。模型三顯示，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對政治消費者主義

沒有影響（Wald χ2
(1) = 2.31, p = .129）。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連結強

度，並不會影響拒買的頻率。假設三未獲支持，強連結假說不適用於

社交媒體。

假設四預測，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越高，政治消費主

義越高。模型三顯示，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與政治消費

主義呈正相關，網絡多樣性每增加一個單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

提高17%到1.17倍（Wald χ2
(1) = 5.16, p = .023）。社交媒體號召網絡

中，越多不同性質的連結，都重複傳遞相同的號召，提升拒買的頻

率。假設四獲得支持，社會從眾假說亦適用於社交媒體。

假設五比較親身接觸號召網絡與社交媒體號召網絡，對政治消費

主義的影響。模型四顯示，當同時考量親身接觸號召網絡與社交媒體

號召網絡時，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影響仍存在，其連結強度與網絡多

樣性皆與政治消費主義呈正相關：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每增

加一個單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高8%到1.08倍（Wald χ2
(1) = 

4.49, p = .034）；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每增加一個單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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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高28%到1.28倍（Wald χ2
(1) = 12.11, p = 

.001）。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消失

（Wald χ2
(1) = 0.65, p = .421）。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則一樣

沒有影響（Wald χ2
(1) = 0.00, p = .993）。社交媒體的傳播個人性低於

親身接觸，使得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動員效果低於親身接觸號召網

絡。假設五獲得支持，傳播個人性假說成立。

假設六a、b、與c檢視大眾媒體新聞（包含報紙新聞、電視新聞、

網路新聞）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模型五顯示，僅網路新聞與政治消

費主義呈正相關。透過網路新聞接收食品安全報導的頻率每增加一個

單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高61%到1.61倍（Wald χ2
(1) = 10.65, 

p = .001）。報紙新聞（Wald χ2
(1) = 0.10, p = .755）與電視新聞（Wald 

χ2
(1) = 2.71, p = .100）則沒有影響。假設六c獲得支持，假設六a與b

未獲支持，論述機會假說僅適用於網路新聞。

假設六d檢視社交媒體新聞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模型六顯示，

社交媒體新聞與政治消費主義呈正相關。透過社交媒體新聞接收食品

安全報導的頻率每增加一個單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高41%到
1.41倍（Wald χ2

(1) = 7.71, p = .005）。假設六d獲得支持，論述機會假

說亦適用於社交媒體新聞。

研究問題一比較大眾媒體新聞（包含報紙新聞、電視新聞、網路新

聞）與社交媒體新聞，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模型七顯示，當同時考

量報紙新聞、電視新聞、網路新聞、與社交媒體新聞時，僅網路新聞

的影響仍存在，透過網路新聞接收食品安全報導的頻率每增加一個單

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高44%到1.44倍（Wald χ2
(1) = 5.22, p = 

.022）。社交媒體新聞不再影響政治消費主義（Wald χ2
(1) = 2.95, p = 

.086）。報紙新聞（Wald χ2
(1) = 0.14, p = .710）與電視新聞（Wald χ2

(1) 

= 2.91, p = .088），則一樣沒有影響。這樣的結果與過去的實證研究相

同，檢視社交媒體新聞的影響時，一旦將大眾媒體新聞（特別是網路新

聞）納入考量，社交媒體新聞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就消失（Baumgartner 

& Morris, 2010; Valenzuela, 2013）。

最後，將四個區塊與背景可得性一起納入構成完整模型，檢視同

時考量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社交媒體號召網絡、大眾媒體新聞、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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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體新聞時，它們對政治消費主義的影響是否仍存在。模型八顯

示，僅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Wald χ2
(1) = 5.70, p = .017）與

網絡多樣性（Wald χ2
(1) = 9.77, p = .002），維持對政治消費主義的顯著

正面效果。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每增加一個單位，拒買在較

高頻次的勝算提高9%到1.09倍；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每增

加一個單位，拒買在較高頻次的勝算提高25%到1.25倍。分別檢視時

與政治消費主義呈正相關的三個自變項，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的網絡多

樣性（Wald χ2
(1) = 0.26, p = .608）、網路新聞（Wald χ2

(1) = 3.35, p = 

.067）、社交媒體新聞（Wald χ2
(1) = 2.32, p = .128），其影響消失。社

交媒體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Wald χ2
(1) = 0.00, p = .998）、報紙新聞

（Wald χ2
(1) = 0.00, p = .999）、電視新聞（Wald χ2

(1) = 2.59, p = .108），

則一樣沒有影響。

討論

經由親身接觸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一直被認為是動員能促成實

際行動的主因。然而，人與人之間的號召與被號召若發生在社交媒體

上，是否有同樣的動員效果，尚未有實證研究檢驗。本文採網路調

查，檢視發生在台灣的政治消費主義，即人們透過消費行為促成企業

改變，如拒買。結果顯示，同時考慮個人網絡與媒體對社會運動參與

的影響時，僅經由親身接觸被號召，顯著與政治消費主義正相關；透

過社交媒體被號召與透過媒體（報紙、電視、網路新聞、社交媒體）接

收社會運動相關報導，因非直接接觸與同步互動，傳播個人性較低，

不影響政治消費主義。更進一步，針對經由親身接觸被號召，本文發

現強連結所發出的邀請比弱連結有效（強連結假說），不同性質的連結

皆發出相同的邀請亦有效（社會從眾假說）。這樣的結果說明行為傳佈

與資訊傳佈不同，尤其面對社會運動不確定性較高，使得較強、較多

連結發出的號召，才有可能促成行動。然而，弱連結並非不重要，弱

連結有助於將號召傳遞給更多人，之後再經由強連結促成社會運動參

與。以下就社交媒體與親身接觸做為一種號召管道的差異、個人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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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媒體在動員效果上的優劣、及社交媒體動員力量的可能來源等三

點，詳細說明討論。

社交媒體為何不如親身接觸？政治意見表達的公開化困境

社交媒體與個人網絡結合，並提供互動工具，許多學者認為「透過

社交媒體被號召參與社會運動」，與「經由親身接觸被號召參與社會運

動」一樣，有同樣的動員力量，實證研究也支持（如Stefanone et al., 

2011; Teresi & Michelson, 2015）。但這些研究多僅單獨檢視透過社交媒

體被號召的動員效果，沒有同時考慮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與經由親身

接觸被號召。本文嘗試填補這個空白，直接比較這兩種動員管道。結

果發現，若單獨檢視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其網絡多樣性影響參與，

複製過去研究（表二模型三）；當同時檢視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與經由

親身接觸被號召，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不再影響參與，經由親身接觸

被號召則仍影響參與（表二模型四），將媒體的影響也納入考量時亦同

（表二模型八）。這樣的結果，與美國「出門投票」活動研究結果一致

（Green & Gerber, 2008），也與Putman（2000）強調親身接觸對建立社會

資本、鼓勵公民與政治參與的重要性一致。

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動員效果不如預期，除了不是直接接觸與

同步互動，傳播個人性較低外，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人們較不願意在

社交媒體上出面進行號召。在社交媒體上號召，會公開自己對公共或

政治議題的立場。公開雖然被視為是審議式民主的核心之一（Witschge, 

2004; Wojcieszak & Mutz, 2009），但可能引發爭議、衝突，甚至破壞社

會及團體規範，進而傷害人際關係（公開化困境假說，the dilemma of 

publicization hypothesis）。相較於親身接觸通常在私人、與外界隔離的

場所進行（Wojcieszak, 2009; Wyatt, Katz, & Kim, 2000），社交媒體是較

為公開的環境。在社交媒體上進行號召而揭露個人對公共或政治議題

的立場，會讓更多人知道，可能引發更多、甚至意想不到的爭議、衝

突。使得人們對是否在社交媒體上進行號召，會更謹慎、較少進行

（Theocharis, Lowe, van Deth, & Garcia-Albacete, 2015）。社交媒體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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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因揭露對公共或政治議題的立場，發現彼此相異而導致移除朋友

（unfriend）（Rainie & Smith, 2012），即是因公開化而導致人際關係受到

傷害的實例。政治冷感（political apathy）（Rosenberg, 1954）、政治交叉

壓力（cross pressure）（Mutz, 2002）、沉默螺旋（Noelle-Neumann, 1991）

等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即使對立場較激進的人也一樣（Wojcieszak, 

2009）。因此，號召雖然可以透過社交媒體進行，但數量可能少於經由

親身接觸進行。

比較親身接觸與社交媒體號召網絡，發現無論是連結強度、還是

網絡多樣性，親身接觸皆大於社交媒體（見圖一）。重複測量變異數分

析顯示，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連結強度（平均數 = 7.11，標準差 = 

2.90），顯著大於社交媒體號召網絡（平均數 = 5.99，標準差 = 2.99）

（F(1, 394) = 44.10, p < .001）；親身接觸號召網絡的網絡多樣性（平均數 

= 2.17，標準差 = 1.59），也顯著大於社交媒體號召網絡（平均數 = 

1.77，標準差 = 1.45）（F(1, 394) = 24.18, p < .001）。

圖一　比較親身接觸與社交媒體號召網絡（誤差線為95%信賴區間）

（a） 連結強度：親身接觸號召網絡大於

社交媒體號召網絡 

（b） 網絡多樣性：親身接觸號召網絡大於

社交媒體號召網絡

更進一步，比較親身接觸與社交媒體號召網絡在組成類別上的異

同，發現親身接觸以強連結類別為多，社交媒體則以弱連結類別較 

多（見圖二）。McNemar檢定顯示，經由親身接觸收到較多來自伴侶

（χ2
(1) = 75.55, p < .001）、家人（χ2

(1) = 129.35, p < .001）所發出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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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透過社交媒體則收到較多來自朋友的朋友（χ2
(1) = 21.03, p < 

.001）、陌生人（χ2(1) = 17.63, p < .001）所發出之號召。強連結類別部

分，僅來自朋友所發出之號召，社交媒體高於親身接觸（χ2
(1) = 3.94, 

p = .047），其他類別沒有顯著差異。綜合以上比較，社交媒體上的朋

友名單雖然數量龐大（Wellman, 2012）、類別較多（Manago et al., 2012; 

Roberts et al., 2009），但會在社交媒體上號召朋友參與社會運動的仍有

限，使得透過社交媒體收到的號召不僅在類別上比經由親身接觸少，

也偏向弱連結，導致透過社交媒體被號召無動員效果。

圖二 經由親身接觸與社交媒體，收到不同性質連結所發出之號召的比較（伴侶、家人主要

經由親身接觸；朋友的朋友、陌生人主要透過社交媒體；朋友兩者皆採用，但社交媒

體稍高；其他類別沒有差異）

*p < .05. **p < .01. ***p < .001.

比較面對面與線上審議（deliberation）也有類似發現。Baek、Wojcieszak

與Carpini（2012）採用電話調查、並加重抽樣（oversampling）有審議經

驗者，檢視面對面與線上審議在人口特徵、動機、感受、及效果上的

差異。結果發現，與面對面審議相較，線上審議雖然能呈現較多元的

意見，讓人們感受到較高的觀點多樣性，但也引發較多的負面情緒（生

氣），使得線上審議較難形成共識與促成行動，未來繼續參與線上審議

的可能性也最低。因此，在社交媒體上出面進行號召，與線上審議一

樣，會公開自己對公共或政治議題的立場。公開有時帶來異樣眼光，

甚至爭議、衝突，讓人產生負面情緒，造成人們較少在社交媒體上進

行號召。社交媒體上政治意見表達的公開化困境，值得未來研究進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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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動員效果不如個人網絡

媒體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如論述機會假說預測，越頻繁被使

用的新聞媒體，影響越大。同時檢視報紙新聞、電視新聞、網路新

聞、與社交媒體新聞（表二模型七），僅越頻繁透過網路新聞接收食品

安全報導，參與政治消費主義的頻率越高。比較報紙新聞、電視新

聞、網路新聞、與社交媒體新聞的使用頻率，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達

顯著（F(2.59) = 182.01, p < .001），網路最高（平均數 = 3.56，標準差 = 

0.65），社交媒體居次（平均數 = 3.46，標準差 = 0.75），電視第三（平均

數 = 3.19，標準差 = 0.85），報紙最後（平均數 = 2.48，標準差 = 

0.92）。成對比較顯示，網路顯著高於社交媒體（p = .047）、電視（p < 

.001）、與報紙（p < .001）。社交媒體顯著高於電視（p < .001）與報紙 

（p < .001）。電視顯著高於報紙（p < .001）。網路新聞是人們接收社會

運動相關報導最主要的管道。

但當同時考慮個人網絡與媒體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時（表二模型

八），僅個人網絡有動員效果，媒體－無論是透過報紙、電視、網路新

聞、或社交媒體－皆沒有動員效果。根據上一段的討論，雖然透過社交

媒體接收新聞的頻率已經超越電視、報紙，但仍低於網路新聞，再加

上內容可能相同而顯得多餘（Valenzuela, 2013），使得社交媒體新聞對

社會運動參與影響很少、甚至沒有。這樣的結果與現有文獻一致，但

常被忽略。例如，Jason、Rose、Ferrari與Barone（1984）採用實驗法，

發現無論對朋友或陌生人，個人網絡比媒體更能動員人們捐血。J. M. 

McLeod、Scheufele與Moy（1999）採用電話調查，發現報紙與電視無法

動員人們參與非傳統型態的政治活動，但個人網絡可以。Schussman與
Soule（2005）採用次級資料分析，發現個人網絡是參加抗議活動最強的

預測變項；報紙雖有影響、但效果較小。Schmitt-Beck與Mackenrodt

（2010）採用電話調查，發現對地方選舉來說，個人網絡對投票行為遠

比媒體有影響力。如前面提到，僅社會運動的觸發事件引發道德震撼

或強烈情感時例外。個人網絡之所以較能促成行動，是因其比媒體更

能建立認同（Passy, 2001; Tindall, 2004），並提供較一致的意見、較具約

束力的規範（Schmitt-Beck & Mackenrodt, 2010）。另外，經由個人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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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如同被邀請參與一場重大社會活動，人們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

被建立，參與社會運動的機率提高（Dale & Strauss, 2009; Green & 

Gerber, 2008）。

社交媒體的動員力量從何而來？重複暴露

社交媒體有一項特色，本文未檢視、但可能左右動員效果，是人們

在社交媒體上，會重複暴露於針對相同主題的號召、新聞、或個人貼

文。舉例來說，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朋友呼籲大家拒買」、「朋友分享有關

拒買的新聞」、或「朋友張貼實際拒買的照片」。這些貼文雖然內容不同，

但主題相同，重複暴露使得其動員效果可以積累（accumulation），最後促

成行動（Fieldhouse et al., 2013）。目前已有初步的實證研究支持。例如，
Teresi與Michelson（2015）讓實驗參與者與一位在真實世界不認識的研究

人員，在臉書上雙向認定成為朋友，並分成兩組。其中一組在美國2010

年期中選舉投票日前五週，其臉書的動態消息上會出現研究人員張貼的
14則與選舉相關的近況更新，另一組則出現14則與選舉無關的近況更

新。結果發現，暴露於與選舉相關組的投票率，顯著比暴露於與選舉無

關組高出8.22%。這可能是因為實驗參與者在五週內重複暴露於14則 

相同主題的貼文所致，在新聞框架研究已有類似發現（Lecheler, Keer, 

Schuck, & Hanggli, 2015）。社交媒體上重複暴露的影響，也值得未來研究

進一步探索。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至少有以下幾點限制。第一，本文雖然發現透過社交媒體被

號召與接收社會運動相關報導，不影響社會運動參與，但並不代表社

交媒體是一個無效的動員管道。除了做為個人網絡與媒體，社交媒體

有其他使用方式，並未納入考量。區別媒體使用的方式，較僅考慮媒

體使用的頻率或總量，能更精確預測媒體效果（Bakker & de Vreese, 

2011; Ostman, 2012）。尤其社交媒體為使用者自創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一種，擁有許多新的科技特徵，衍生出多種使用方式（Dyl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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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Cluskey, 2012）。近來研究發現，透過社交媒體表達意見（Gil de 

Zuniga, Molyneux, & Zheng, 2014; Valenzuela, 2013）、獲得動員資訊

（Valenzuela, 2013）、甚至安排社交生活（Valenzuela et al., 2012），皆影

響社會運動參與。另外，以單題、自我報告方式測量媒體使用，雖然

被普遍採用，但在準確度上仍有不足（Slater, 2004）。檢視社交媒體不

同使用方式對參與的影響，及採用其他測量媒體使用的指標，是未來

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二，個人網絡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不是只有正面，也可 

能有負面。個人網絡除了可以動員、邀請參與，也可以反動員（de-

mobilization）、反對參與（Kitts, 2000; McAdam & Paulsen, 1993; Schmitt-

Beck & Mackenrodt, 2010）。個人網絡也不一定意見一致，可能有不同

意見、甚至引發衝突，導致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Mutz, 2002; Nir, 

2011; Sotirovic & McLeod, 2001; Torcal & Maldonado, 2014）。反動員與

交叉壓力可能降低參與意願，但現有文獻多針對政治參與，較少考慮

社會運動參與，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

最後，本文以網絡調查蒐集的自願樣本，檢視屬於低風險、低成

本的社會運動政治消費主義，並僅以過去一個月拒買的頻率為依變

項，未詢問拒買的對象及原因。未來研究一方面可採全國代表性樣

本，或不同人口特徵的群體，以建立概推性。另一方面，社會運動的

風險與成本，對社會運動參與的影響，是一個重要議題，但很少被系

統性檢視。個人網絡與媒體對參與的影響，在面對低風險、低成本的

社會運動與高風險、高成本的社會運動時，是否有所不同，未來研究

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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